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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造就了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

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

上第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基础，也初步

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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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界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关于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的研究

形态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档案整理。 这类档

案文献汇编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

案史料》编委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

料》（兵器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３）和《中国近代兵器工

业》编审委员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

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 （国防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这两部兵工企业档案史料汇编通过兵工生产单位、
档案史料、回忆资料、统计资料等叙述形式，以翔实

的史料、丰富的内容，揭示出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

发展脉络，为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及中国近代兵工企

业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完整和专业的原始史

料，对兵工企业内迁重庆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二是著述论文。 学界尤其是经济史

领域关于抗战时期兵工企业研究成果颇丰。 在专

著方面，黄立人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
（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８）、张守广的《大变局：抗战

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等，是专

门围绕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兵工与民企发展状况的

研究成果。 张忠民、朱婷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

国有企业（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李仕根的《四川抗战档案研究》（西南交通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李滔、陆洪洲的《中国兵工企业

史》（兵器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龚泽琪、董连泽的《中
国军事经济全史（上、下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等，则以通史研究的视角涉及了抗战后方

兵工企业的相关问题。 此外，陆大钺、唐润明的《抗
战时期的重庆兵器工业》 （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５）可谓

是以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为个案研究的奠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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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在学术论文方面，黄立人的《抗日战争时期中

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 （《历史档案》，１９９１．２）在学

术界较早地提出了抗战兵工企业内迁的问题。 戚

厚杰、奚霞的《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

意义》（《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５．２）论述了重庆兵工

企业在抗战时期的战略核心地位和作用。 曹敏华

的《论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建设对军事工业发展

的影响》（《东南学术》，２００３．５）探析了抗战时期后

方冶金工业与兵工生产的相互关系。 同时，港台地

区的研究成果有王国强的专著《中国兵工制造业发

展史》（黎明文化事业股份公司，１９８７）和李元平的

编著《俞大维传》 （台湾日报社，１９９２）等，其中后者

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口述回

忆历史形式，展示了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鲜为人

知的一些历史细节，为兵工内迁重庆等相关研究提

供了珍贵的口述佐证。
抗战时期的兵工企业以及各种实体经济的内

迁，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史以及民族战史上最精彩

最灿烂的一页。” ［１］ 在中日持久抗战的历史语境下，
考虑到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抗
战时期中国大多数的兵工单位迁移到以重庆为中

心的大西南地区，这实质也是国家经济领域的战略

转移。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围绕战时内迁

重庆兵工企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解析抗战时期兵

工企业内迁重庆战略决策对重庆经济的历史影响，
着重探讨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生产中心地位的

形成和战略影响，有利于突显和塑造重庆抗战后方

的战略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重庆抗

战军事史的研究，使得重庆抗战历史研究更加全面

和深入。 同时，研究认为：作为中国大后方战时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迁重庆的兵工企业对于重庆

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持久抗战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

作用，对于西南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开拓意义。 也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

整体格局，为重庆近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

础，并推动重庆工业经济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式发展。

二、形成了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主要兵工单位内迁

到重庆地区给重庆自身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新机遇。
一方面，随着兵工单位内迁重庆，重庆原有的行政

架构已经不适应时代形势的发展。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重

庆的行政级别由四川省政府直辖的乙种市提升为

行政院直辖市。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重庆市被国民政府正

式宣布为“中华民国”的陪都。 在世界反法西斯同

盟战线形成的历史背景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

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由偏居西南一隅的普通城市

一跃成为世界反法西战争远东地区最高统帅部的

驻地，重庆也因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心城市，
乃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知名城市。 另

一方面，战时兵工内迁重庆完成之后，中国抗战大

后方新的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就初步形成了。 兵

工内迁推动了重庆工商业社会经济获得了跳跃式

发展，重庆不仅成为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并逐步

建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重工业生产基地。 重

庆也成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文化、教育、工业、交通、金融的中心。［２］４３

在战时兵工内迁之前，重庆只是一个区域性的

经济中心，而且工业门类单一、生产规模小、现代化

程度低。 甚至可以说，“重庆战前几乎是无工业可

言的，它所有的工业，只是少量的农产品加工工业，
和利用外来原料的手工织布工场而已。” ［３］ 随着国

民政府及其兵工内迁重庆，改变了重庆工业经济原

本粗放的发展模式，极大提升了重庆的工业产业资

本，丰富了轻重工业门类，提高了工业产能效益，推
动了工厂数量和资本额度迅猛增长，促使重庆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
首先，战时重庆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现代工业

体系。 以工业门类为例，在抗日战争期间，兵工内

迁直接造就了重庆以兵器工业为中心，钢铁、机械、
冶炼、化工、运输等为主体的近现代重工业体系。
如在钢铁冶炼业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云南与

四川为基地，建立 １２ 家官办和民营的钢铁企业，其
中，在重庆有 ９ 家，占到 ７５％。 战时大后方炼钢厂有

１０ 家，在重庆有 ７ 家，占 ７０％。 １９４３ 年在抗战大后

方 ５ 万吨的钢产量中，重庆出产了 ４ 万吨，占大后方

年总产量的 ８０％。［４］ 可以说，战时重庆是抗战大后

方钢铁冶炼工业体系的中心。 其时，重庆的工业产

品几乎占到了整个后方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甚至

有的产品只有重庆的工业能够生产。［５］ 战时重庆工

商业的繁荣发展，使得重庆被誉为中国抗战时期的

“工业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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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战时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的金融中心。
兵器工业作为国有工业中资本最雄厚的行业之一，
兵工内迁重庆需要政府巨额财政投入和资金运转，
如 １９３９ 年国民政府对兵工署兵工厂投入的额造经

费、加造经费、建设经费、械弹库经费等四项即高达

２３９ ６２７ ４６４ 元［６］，而同年国民政府实际收入是 ７．４
亿元，兵工署不完全支出就占了该年度国民政府总

收入的 ３２％以上。 这则使得国营、民营银行钱庄汇

聚重庆，当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

农民银行等民国四大银行齐聚重庆，大小银行钱庄

多达 ２３３ 家，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金融中心。
再者，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交通运输中心。

随着战时兵工内迁到重庆之后，加速了重庆对外界

物资人潮的联通交流，极大地刺激了重庆交通运输

的繁荣，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水路方面，据
长江航政局统计，到 １９４０ 年，从重庆开往嘉陵江航

道和长江航道的航线就已经达到 ２０ 条，１９４２ 年小

轮船可以从重庆开往南充，浅水轮还可以到达广

元［７］１０８８。 当时，抗战大后方亟需的各类物资，抗战

前线亟需的战略物资，基本上都要依赖于江河水路

运输。 陆路方面，重庆至成都，重庆至长沙，重庆至

贵阳、昆明，重庆至宝鸡、兰州等地都开通了省级公

路运输，重庆成为联系中南、西南、西北各省地的交

通枢纽，并且修筑连通了中国与印度、缅甸、苏联的

国际公路，加强了国内外军事物资运输。 航空方

面，重庆开辟了到成都、昆明、贵阳、西安、香港、兰
州、阿拉木图等国内航线以及到仰光、河内、印度加

尔各答甚至是苏联莫斯科等国际航线，使得重庆成

为空中战略物资的中心。 由此，繁荣的交通运输网

络促进了重庆工业经济的中心形成，也推动了重庆

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

三、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
抗战时期，以兵工为中心的工厂内迁重庆促使

重庆的经济与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发生了跳跃式

的大发展。 这主要表现为：
（一）城区面积扩大

抗战之前，重庆主城区面积只有约 ９４ 平方公

里，城区范围主要包括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渝中

半岛及南、北两岸。 兵工内迁重庆之后，分别布局

于重庆江北簸箕石、忠恕沱，南岸王家沱，九龙坡鹅

公岩，大渡口，綦江赶水镇，巴县鸡冠石等，进一步

拓展了重庆城区的范围。 同时，为了便利战时兵工

企业生产和军事物资运输，国民政府不仅修建了佛

图关到九龙坡公路连接西郊兵工、钢铁企业及机场

等交通道路，还开辟了南岸海棠溪码头、江北廖家

台码头等。 其时，南岸海棠溪码头成为连接重庆与

西南公路的起始点，也成为西南军事物资的交通枢

纽。 这些军事物资交通运输线路的修建，加强了当

地经济、文化及人员的聚集交流，有力带动了周边

中小城镇的形成发展，使重庆市区由半岛小城逐渐

演变为初具规模的大重庆。 到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重庆

市区范围再次扩大调整，辖区数量增加到了 １７ 个

区，城区建成面积范围扩大到了西至沙坪坝、东到

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的广大地区［８］，全市面积扩

展到了 ３２８ 平方公里，是内迁前重庆城区面积的 ３．５
倍。 由此，重庆城区由渝中半岛向外扩展到沙坪

坝、大渡口等地，形成了重庆市区对周边的辐射带

动作用。
（二）城市人口增多

据 １９３６ 年重庆市警察局公布的全市人口统计

结果，抗战前夕的重庆市区只有 ７４ ３９８ 户 ３３９ ２０４
人。［９］但是，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人口于 １９３８ 年即

迅猛增加到 ５３ 万人，两年间增加近 ２０ 万人；到

１９４６ 年更多达 １２５ 万人，比战前增长了 ３．６７ 倍，十
年间重庆人口净增长了 ９０ 万人［７］８７５。 其中，迁渝人

口约占重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这绝大多数迁渝

人口都是随着战时兵工、民族工业、政府机关及科

研院所等内迁而来。 与此同时，重庆各类型城市人

口，特别是产业工人数量也空前增多。 抗战前重庆

工人数不足万人，但到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重庆就已初步

建立了以兵工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形成了一支包络

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化工、航运等行业为主体

的产业工人大军，总数近 ２０ 万。 其中，重庆各兵工

厂拥有 ９ 万名工人，占到 ４５％。 资源委员会所属工

矿企业也有数万名员工。 庞大的工人数量保证了

重庆兵工生产及各种工业制品的军需民用，而重庆

城市人口的极度膨胀标志着重庆城市现代化水平

的大幅提高。
（三）工商业经济繁荣

一方面，战时兵工内迁重庆直接或间接促进了

重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兵工是一个整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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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业行业的联动式企业集团，兵工内迁极大促进

了重庆煤炭、钢铁等相关产业的大发展。 如重庆天

府煤矿，战前产烟煤 ４００ 万千克，而到 １９４３ 年时就

已达到 ３ １００ 万千克［１０］，增长 ９．３ 倍。 同时，兵工内

迁带来了十数万的工人及其眷属，造成了一个稳定

的消费市场，使得附近的许多五金商、木材商、煤
商、船伕、小贩、运输伕，都依赖兵工厂为生，［１１］ 继而

促进了重庆商业市场的繁荣。 另一方面，战时兵工

内迁重庆促成了长江、嘉陵江工业经济带。 由于战

时陆路交通运输难度大，空运不现实，而重庆的水

运交通又比较发达，因此，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大多

数是通过民生轮船公司从长江水道运输而来。 同

时，内迁重庆兵工厂集中分布于长江与嘉陵江的沿

岸。 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嘉陵江沿

岸的双碑、磁器口，散布着兵工署第 ２、１０、３０、２０、
２９、２ｌ、５０、２４、２５、２８ 等 １０ 几家兵工厂。 这样的兵工

集结也引导了其他工业行业中工厂的布局。 据统

计，除兵工外，９０％的工厂分布在两江沿岸：在长江

沿岸的，从江津到长寿；嘉陵江沿岸的溯江而上，直
抵北碚、 合川， 此为战时重庆的两江工业经济

带。” ［２］５２由此，战时重庆的渝中、江北、南岸、沙坪

坝、九龙坡、长寿等两江经济带范围内的工厂零落

密布，烟囱林立，汽笛长鸣，形成了长江与嘉陵江

的两江经济带，也成为了如今重庆市两江新区的

雏形。
（四）公共基础设施完善

兵工内迁重庆后，也推动了重庆城市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如大中小学校增多，城市环卫、减灾防

灾、卫生防疫事业、邮政电信事业、水电事业等社会

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方

面。 战时国民政府对战时经济军事形势有紧密关

联的部门进行直接管理。 比如统管公共汽车、轮
渡、驿运等公共交通。 战时国民政府在重庆市修筑

了一批公路干线道路，开通了公共汽车运输，兴建

渡口码头，整治航道，使重庆与周边连片成网，加速

与外界的交通联系。 如赶水到小鱼沱修筑了通往

第 ４１ 工厂的公路 １５ 千米；两路口至佛图关修筑用

于特种服务的道路 ３．８ 千米；佛图关至九龙坡通往

机场、渡口的公路 １０．４ 千米；赖家桥至白市驿、山洞

至白市驿修筑通往机场的道路 ２３ 千米等。 这些市

内交通运输线路的修建主要是基于军事战略的考

虑，出于兵工生产和军事物资的需要。 而城市交通

运输的完善也推动了重庆现代化城市功能的

发展。

四、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
对于大区域经济而言，战时兵工内迁有力促进

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 战时内迁带来

了以兵工为核心的工业企业，催生了一大批采掘、化
工、矿产、冶炼等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及其他工业门类

的迅猛发展，提升了西部人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了

西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

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
首先，内迁兵工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先

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生产管理，高技能、高素质的

技术人才及成熟的产业工人等。 因此，兵工内迁到

重庆本身就对于西部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开拓

意义。 如第 ２ 工厂除生产制造兵工器械之外，还在

重庆新建了汽油、酒精等工厂；第 １０ 工厂除了设立

铜壳、弹头、引信等制造单位外，还设有水电、木工、
装配等制造所；第 ２３ 工厂同时开设有硫酸厂、电解

厂、炮弹装填厂、化学战剂厂、烟雾罐装填厂、防毒

面具厂、制药工厂、防毒器材厂、制革工厂等十几个

厂企。 有学者指出：“内迁工业多数是中国当时工

厂中，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设备较好、技术较高

的工厂，他们的内移……真是战时大后方工业发展

的动力与资源，也是改变西南和西北经济发展面貌

的功臣。 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而言，实具有相当正面的意义。” ［１２］内迁兵工作为中

国国有工业中最精华的组成部分，此观点同样适用

于对兵工内迁重庆的评述。 如内迁到大渡口的钢

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战时即成为大后方最大规模的

钢铁基地，产量占后方钢铁生产总量的 ９０％，不仅

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也奠定了今天“千亿级”重
庆钢铁集团华丽转身的历史基础。

其次，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重庆，其复工生

产亟需大量原材料，且多就地取材，因而刺激了煤

炭、钢铁、公路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动了西部地

区的矿业工业、机器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等工

业产业的迅速发展。 以钢铁工业为例，战前四川

（含重庆）地区只有华联钢铁厂、重庆电力炼钢厂等

两家近代钢铁厂，经过几年建设，到 １９４４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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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民营钢铁厂就达 ４１ 家。 其时，整个西部地区的民

营钢铁厂达到 ５９ 家，其地域分布情况分布是：四川

４１ 家，陕西 ８ 家，广西 ６ 家， 贵州 ３ 家，云南 １
家［１３］。 这些民营钢铁厂大部分是抗战爆发之后，特
别是兵工内迁之后新创建的，占到 ８０％。 再如机械

工业，１９３９ 年以前的重庆民营机器厂有 ６９ 家，到
１９４３ 年迅猛增至 ３６６ 家，增长 ４３０％。 各厂设备方

面有大小机床 １２３６ 部，龙门刨床 ５７ 部，牛头刨床

１９８ 部，钻床 ３７２ 部，其他磨床、铣床、锄床等特种工

具 ７４４ 部，共计生产工具 ２６０８ 部，年产能力可制造

大小机器 ２ 万吨［１４］。 其他诸如化学工业、五金电器

工业、煤炭燃料工业及纺织业等轻重工业都在兵工

内迁之后，如雨后春笋般繁荣发展起来。
再者，抗战时期兵工内迁不仅带来了一批中国

优秀的兵工专家与技术人员，随着兵工企业内迁而

来的还有大批文化教育机构、各个学科的科研人员

及各类文艺创作者等，从而使西部地区一跃成为全

国文化事业的中心。 这些文化教育机构与知识分

子的内迁，不仅为西部地区带来了科学和文化，推
动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西部人

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思想意识的现代化进程，为西部

工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精神文化资源。 一

方面，内迁兵工大多坚持技工培训制度，开办技工

培训班或技工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譬如，军政部军工学校内迁重庆之后，招收培训各

类学生 ６８４ 名，其中培养出了任新民、李乃暨等新中

国顶级兵工技术专家。 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西部

地区人民综合素质的空前提高。 以重庆市为例，到
１９４５ 年时，在重庆人口中，大学毕业和肄业占 ５％，
中学 毕 业 和 肄 业 占 １７％， 小 学 毕 业 和 肄 业 占

３４％［１５］。 可以说，战时兵工内迁成就了桂林、重庆

等地作为“抗战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今天西部地

区的重庆、成都、西安、昆明、桂林、贵阳等城市的工

业发展与文化积淀都深刻烙印着战时兵工内迁的

历史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倘若没有战时兵工内

迁，中国东西部的经济文化差距或许会更大。

五、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从国家经济整体布局来看，近现代以来，不论

是兵工企业，还是其他国有、民营工厂企业，大多集

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这种

不合理的工业经济布局也没有得到有效改变，与经

济领域密切相关的兵工企业大多集中于华东、华
北、华中、华南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中日

战局的持续恶化，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
陆续将中国兵工企业及其他工厂企业，有组织、有
计划地迁移到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大西

南地区。
兵工企业并不是单一的工业经济结构，它其实

是一个系统综合的集群式的工业经济集团。 兵工

生产与机械、钢铁、煤炭、电力、运输、化工、电器、冶
金、水泥、邮电等工业行业有着密切关系。 战时兵

工企业内迁结束之后：
一方面，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兵工厂的主要聚

集地，成为中国战时兵器工业的中心。 据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馆藏的 １９４１ 年兵工署制造司制作的

《各兵工厂主要事项一览表》统计，在国民政府掌握

的 ２１ 个兵工厂及其分厂中，有 １４ 个位于重庆地区，
占到 ６７％［１５］。 到抗战胜利前夕，据重庆市档案馆所

藏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兵工署所属各兵工厂员工兵伕编制

人数暨驻厂眷属人数统计表》，除东南区 ５ 个小分

厂之外，在 ２７ 个兵工署所属兵工厂中，有 １５ 个厂址

位于重庆地区，占到 ５６％；员工兵伕总数占到 ７３％。
在具有 ３ ０００ 人以上员工的 １６ 个大型兵工厂中，聚
集于重庆地区的则有 １３ 个，占到 ８１％［１７］。 可见，贯
穿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兵工厂数量不仅始终

占据大后方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且兵工厂规模

大、职工人数多，在中国战时的兵工生产中处于绝

对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兵工内迁改变了重庆工业经济的格

局。 在兵工内迁之前，重庆经济形成了以农商贸为

主，工业以修配机器、制革、染织、农产品加工等轻

工业为重心的格局。 兵工内迁之后，重庆形成了以

兵工为中心，钢铁、机械、煤炭、运输、冶炼、化工等

工业为主体的近现代工业体系。 在这个工业体系

中，重工业起着主导和决定因素，是重庆整个工业

经济体系的重心。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厂登记及

工矿调整处资料统计，到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在重庆地区

有 ８１８ 家民营工厂，具体业别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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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重庆民营工厂业别统计表

行业类别 数量 行业类别 数量

机械工业 ３１３ 土木建筑工业 １３

化学工业 １２９ 饮食品工业 ６５

电器工业 ５０ 水电工业 ２

冶炼工业 １４ 杂项工业 １１

纺织工业 １２６ 总　 计 ８１８

文化工业 ９５

据上表统计，重庆属于重工业的工厂数有 ５０６
家，占工厂总数的 ６２％。 这还不包括内迁的兵器工

业。 而且，尽管重庆工厂数只占大后方工厂总数的

２６％，但在设备方面，这些重庆工厂的动力设备则占

到抗战大后方动力设备总数的 ４５％，工作机器占大

后方工作总数的 ５５％。 足见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

的重工业生产的中心地位，这也彻底改变了重庆的

工业经济结构。
再者，兵工内迁影响了新中国的工业经济布

局。 战时兵工内迁重庆，推动了重庆成为中国六个

老工业基地之一，也成为了西部地区唯一的老工业

基地，从而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经济的整体布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当年很多

内迁重庆的兵工企业都已经成功改制转型，衍生出

一批中国现代著名的国有大中型工厂企业。 如第 １
工厂即发展成重庆建设机床厂，第 １０ 工厂成为后来

的江陵机器厂，第 ２０ 工厂成为重庆长江电工厂，第
２１ 工厂成为现在的长安机器厂，第 ２５ 工厂发展为

嘉陵机器厂，第 ２４ 工厂成为重庆特殊钢铁厂，第 ５０
工厂成为望江机器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发展为现

今的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等。 这些工业企业奠定了

重庆重工业基础，时至今日依然是重庆乃至中国优

秀的国有企业，它们不仅引领着重庆工业经济的繁

荣，也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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